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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王素凤，李化夫

（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摘　要：研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对于提高我国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基于 2015—2019 年安徽、江西、湖南与山西 4 省的 A 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以安徽省 2018 年实施的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提高了安徽省空气污染行业内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

所占比例，但主要作用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第二，就样本企业性质而言，国有企业对政策的反应强

度比非国有企业更显著。第三，通过改变政策实施时间、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以及随机匹配伪处理组等方法，

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基本不变。基于上述研究，我国应积极推进和完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

灵活制定补偿标准，并加大对企业实质性创新行为的激励，充分发挥补偿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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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Air Qua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A Case Study of DDD-Based Empirical Research

WANG Sufeng，LI Huaf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022，China）

Abstract：Due to the fact that studying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for an improvement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based 
on micro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Anhui, Jiangxi, Hunan and Shanxi provinces from 2015 to 2019, taking 
as a quasi natural experiment the air qua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mplemented in Anhui Province in 2018,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has thus been used to test the impact of air qua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on corpora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t is found that firstly, the air qua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green patent applications by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air pollution industry in 
Anhui Province, but with a major effect on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utility model patents.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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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of the sample enterprises, the response intens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policie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irdly, a robustness test is conducted on the results by changing the tim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parallel trend hypothesis test and random matching of pseudo treatment groups, wi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remaining basically unchanged. Based on the above study, it is study that China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air quality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flexibly set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increase the 
incentive for substantive inn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ect brought about by the compensation policy.

Keywords：air quality eco-compensation policy；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green patent；Porter 
hypothesis；difference-in-difference-in-difference (DDD)

0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

题相继出现。自 2013 年出现了较严重的雾霾天气侵

袭我国大部分地区后，雾霾污染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面对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危害人体健康的空气污染问

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对其进行治理。

近年来政府不再只依赖于命令型环境规制，而是

更加倡导用市场型环境规制改善生态环境 [1]。其中，

生态补偿（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PES）
是市场环境规制中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在环境污

染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补偿一般理解为“生

态环境或系统的服务付费”，主要通过经济手段对

环境资源的使用者与保护者产生激励，以“谁保护、

谁受益”与“谁受益、谁付费”为原则，带动利益相

关者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生态补

偿措施主要有退耕还林 ( 草 ) 工程、森林生态效益、

流域和湖泊生态补偿以及生态转移支付等，主要集中

在草原、森林、耕地、流域等多个自然资源领域。

近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态补偿机制在空气污

染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部分省市先后出台了一些相

关政策，尝试将生态补偿机制运用于当地空气污染防

治工作中。现阶段我国治理空气污染的生态补偿办法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山东省 2014 年颁布的《山

东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湖北、河南

和安徽也接连颁布了该项政策；二是天津市 2016 年
颁布了《〈天津市清新空气行动考核和责任追究办法

( 试行 )〉补充办法》；三是河北省 2018 年颁布了《河

北省城市及县 ( 市、区 ) 环境空气质量通报排名和奖

惩问责办法 ( 试行 )》。虽然生态补偿政策在大气领

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总体上还处于研究与实践的初

级阶段，如何把生态补偿机制成功应用于更为复杂的

空气污染治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鉴于此，本文以安徽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为

研究对象，考察政策实施效果和作用机理，主要研

究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尝试从微观视角

探究市场型环境规制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为政府合理制定环境规制提供经验支持。

1 文献综述

1.1 生态补偿政策相关研究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后，学术界对其做了大量

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数集中在流域 [2]、草原 [3]

和森林 [4] 等领域。相较于其他自然资源领域，大气

领域的相关研究历史较短、成果较少。如淦振宇等 [5]

检验了地方生态补偿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发现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城市各类空气

污染物浓度；杜纯布 [6] 讨论了在治理空气污染过程

中引入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所面临的难题。认为

当前在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合理构建生态补

偿机制是必要的，同时指出现阶段空气污染治理工作

中所实施的生态补偿政策在补偿对象、补偿标准以及

补偿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根据欧盟委员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定义，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可理解为企业在遵循自然生态经济

规律的基础上，为了节约资源和能源，消除或减少环

境污染行为及实现生态负效应最小化目标而进行的

技术、工艺和产品等创新活动的总称。目前，如何科

学地从企业宽泛的创新活动中识别出绿色技术创新

是一个难题。专利数据的可得性和信息全面性以及专

利技术分类特征，使得专利数据逐渐成为衡量创新的

关键指标。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采用绿色专

利数据衡量绿色技术创新。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学术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

与作用机理两方面。首先，部分学者从企业年龄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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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性质 [7]、劳动与资本投入 [8]、环境规制 [9]、媒体关

注与公众参与 [10] 等角度检验了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

新的影响；其次，关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研究。

学者们主要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和减少环境污

染 [12] 等方面检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的作用。

1.3 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相关研究

对于环境规制是否能有效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

平的问题，已有大量学者进行了检验。1991 年，M. E. 
Porter[13] 较早地提出了波特假说，他认为实施环境规

制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企业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

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目前，关于波特假说，学术界

主要存在 3 种观点 [14]。第一种观点认为，合理的环

境规制政策对创新有促进作用，即支持波特假说。第

二种观点与波特假说相悖，认为外部的环境规制政策

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投入，可能会占用企业创新

领域的资本投入。第三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创新

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环境规制自身的质量以及

当地经济发展阶段等多种因素都会对创新产生影响。

基于此，本文主要梳理了我国大气领域中其他环

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部分学者

运用不同方法，结合绿色专利数据或研发支出数据，

分别验证了低碳试点城市 [15]、排污权交易 [16]、碳排

放交易 [17] 等政策存在显著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但

也有学者研究的结论与波特假说不符，周迪等 [18] 以

环境规制“大气十条”为准自然实验，结合企业微观

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大气十条”政策并没有显著促

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

综上所述，关于生态补偿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部分学者检

验了大气领域其他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但是对于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这一重要的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还比较少。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本文

首次从微观角度探讨了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扩展了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

策效果评估方面的研究。2）三重差分（difference-in-
difference-in-difference，DDD）是政策效果评估领域

较前沿的方法，其在提炼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与绿

色技术创新的因果性方面比双重差分具备一定优势。

3）进一步研究了专利类型以及企业所有制的异质性，

使研究结论更加全面。

2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1）初始样本。本文以 2015—2019 年间安徽、江

西、湖南与山西 4 省所有 A 股上市企业作为初始研

究样本。理由如下：首先，本文的分析时间段设定为

2015—2019 年，主要是为了剔除 2020 年新型冠状病

毒疫情爆发等不可控因素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其次，

安徽省是政策实施地区，江西、湖南和山西未实施该

项政策。安徽、江西、湖南和山西同属于中部6省行列，

各种变量因素较为相似。选择这些地区的上市企业作

为研究样本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内生性问题。

2）样本分类。鉴于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主要

针对空气污染行业 [18]，本文将上市企业样本按行业

分为空气污染企业和非空气污染企业。以行业污染

属性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空气污染企业为处理组，

非空气污染企业为对照组。其中，借鉴刘晔等 [17] 已

有研究结果并结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标准，筛选出空

气污染行业分类名单（见表 1），将其作为企业是否

属于空气污染行业的区分标准。     
3）数据筛选。首先，为保证研究样本稳定性和

丰富性，在研究样本期间为避免新上市企业对结果造

成的偏差影响，在初始研究样本中只保留 2016 年前

上市的企业。其次，参考熊广勤 [15]、任胜钢 [19] 等的

做法，剔除金融、教育、ST 和 *ST 等企业样本，以

及缺失值较严重的企业。最后，选取 219 家上市企业

作为检验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绿色创新效应为研

究样本，共计 1 095 个有效观测值。其中，安徽上市

企业共 79 个，江西、湖南与山西上市企业共 140 个。

表 1 证监会行业对照表

Table 1 SEC industry cross-reference table

行业

造纸

化工

建材

石化

钢铁

有色

电力

航空

行业分类三级代码

  C22
  C26
  C30
  C25
  C31
  C32
  D44, D45
  G56

行业分类三级行业名称

造纸及纸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力、热力、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航空运输业

行业分类一级行业名称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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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来源。作为被解释变量的上市企业绿

色专利数据来源于 CNRDS（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数据库，作为控制变量的各企业层面经

济特征数据来源于 CSMAR（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数据库，数据处理软

件为 STATA 16.0。
2.2 模型设计

本文以安徽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为准自然

实验，通过三重差分模型研究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目前政策效果的评估

方法主要有 4 种，即工具变量法、RD、双重差分与

倾向匹配方法。本文之所以选取三重差分方法而放

弃上面几种方法的原因如下：1）与传统的双重差分

相比，三重差分可以应用于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前

提的情况，且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主要针对空气

污染行业，行业之间的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双

重差分无法精准提炼出该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2）工具变量法有效识别政策效应的前提条件是研究

对象的异质性不影响决策，而该政策对不同行业之

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影响；3）RD 是一种“局部随机

实验”，仅能根据临界值来判断断点处的因果关系，

对本文来说如何选取可靠的绿色创新水平作为临界

值较为困难；4）倾向匹配方法作为一种非参数方法，

其对数据量要求极大，而本文研究样本较少。

因此，为了能更好地提炼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

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本文在双重差分

模型基础上，引入行业的污染属性作为第三重差分。

由于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空气污染

行业，其对空气污染行业带来的相关环境压力远大于

非空气污染行业。于是，通过区分比较空气质量生态

补偿政策对空气污染行业与非空气污染行业的绿色

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剔除掉生态补偿政

策之外的因素，最大程度上把空气质量生态补偿的政

策效果从无法观察到的因素中筛选出来。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与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所

占比例的三重差分模型如下：

   

（1）

式中：i 为企业；t 为时间；j 为行业；r 为地区；εitjr

为随机扰动项； Xit 为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一系

列控制变量；rt 与 ai 分别为时间、行业固定效应；

Vinnovation 为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第一重：Vtreat 为政策地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所

在省份为安徽省，则取值为 1，若为其他省份则取值

为 0。第二重：Vtime 为政策时间虚拟变量，2018 年

及之后取值为 1，2018 年之前取值为 0。第三重：

Vpollution 为空气污染行业虚拟变量，企业为空气污染行

业取值为 1，为非空气污染行业取值为 0。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取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当年绿色专利申请 / 当年所有专利申请）作为被解

释变量。理由如下：

第一，绿色专利具有可量化特征，通过数量上的

变化可以更直观地反映企业某阶段的绿色技术创新

活动。另外，专利数据还具有研发投入所不具备的技

术性质分类优势，通过专利分类可以进一步分析创新

活动的不同价值贡献 [20]。

第二，考虑到目前安徽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

实施时间相对较短，而专利由申请到授权过程耗时比

较长。因此相较于绿色专利授权，绿色专利申请可以

更及时有效地检验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第三，单纯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可能会受到企业

规模等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选用绿色专利申请所占

比例更能反映企业对绿色创新的相对重视程度。最

后，根据技术性质对专利进行分类，进一步分析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不同绿色专利类型的影响作用。

绿色专利包括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两

种类型，一般来说，绿色发明专利在创新性和实质性

进步方面要高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这里用 Vinvent 和

Vpractical 表示上市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占比和绿色实

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2）核心解释变量

Vtreatr ×Vtimet
×Vpollutionj

是政策地区虚拟变量、政策

时间虚拟变量与空气污染行业虚拟变量的三重交乘

项，也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β1 是其估计量，

也是本文最关心的系数，表示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

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若系数 β1 为正，表示该政策

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若系数 β1 为负，则

该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抑制作用，预期该系

数为正。

3）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刘晔 [17]、周迪 [18] 等的研究，选用影响

企业创新活动的企业微观经济数据作为控制变量。

主要包括企业规模、企业成熟度、总资产净利润率、

股权集中度以及资产负债率等企业层面经济数据作

为控制变量，具体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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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在所有上市企业样

本中，绿色专利申请所占比例均值仅为 0.068，这说

明在上市企业中绿色专利申请占所有专利申请中的

比例并不大。目前企业创新手段主要包括实质性创新

与策略性创新，进行实质性创新的企业更多的是寻求

技术进步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体现在专利

质量上。而采取策略性创新的企业更多是为了迎合政

府的监管或者应对外部压力，主要体现为专利申请的

申请速度和数量上。进一步分析绿色专利类型异质性

发现，在申请所占比例上，绿色发明专利要高于绿色

实用新型专利。这表明研究的所有上市企业样本在申

请绿色专利时，可能更偏向于实质性创新，倾向于申

请创造性与研发价值更高的发明型专利。

表 2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表

Table 2 Corporate control variable table

变量名称

企业规模

企业成熟度

总资产净利润率

资产负债率

股权集中度

变量符号

   Vsize

   Vage

   Vroa

   Vleverage

   Vcocen

变量解释

对企业每年年末总资产（亿元）取对数

政策实施年份 - 企业创立年份 +1 
企业净利润 / 年末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 量
Vinnovation

Vinvent

Vpractical

Vsize

Vage

Vroa

Vleverage

Vcocen

指标含义

绿色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占比例

企业规模

企业成熟度

总资产净利润率

资产负债率

股权集中度

平均值

  0.068
  0.043
  0.025
  9.738
21.342
  0.030
  0.448
34.114

标准差

  0.165
  0.132
  0.078
  0.549
  4.224
  0.071
  0.208
14.499

最小值

  0
  0
  0
  8.089
11
-0.636
  0.031
  6.06

最大值

  1
  1
  1
11.252
36
  0.305
  1.118
89.99

3.2 实证结果 
本文通过三重差分方法探究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所得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变 量

Vtreat×Vtime×Vpollution

Vtreat×Vtime

Vtime×Vpollution

Vtreat×Vpollution

Vsize

Vage

Vroa

Vleverage

Vcocen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Vinnovation（绿色专利申请占比）

（1）
0.042(0.98)

-0.004(-0.21)
0.004(0.16)

-0.029(-1.02)

是

是

1 095
0.316

（2）
0.025(0.59)

-0.002(-0.09)
0.013(0.54)

-0.023(-0.81)
0.018（1.57）

-0.002（-1.76）
-0.001（-0.15）
0.115***（3.99）
0.001（1.57）

是

是

1 095
0.339

（3）
-0.010(-0.30)
0.003(-0.19)
0.005(0.24)

-0.038(-1.63)

是

是

1 095
0.300

（4）
-0.021(-0.61)
-0.001(-0.08)

0.011(0.58)
-0.033(-1.40)
0.005（0.52）

-0.001（-1.32）
-0.048（-1.00）
0.074***（3.13）

0.000（1.25）
是

是

1 095
0.314

Vinvent（绿色发明型） Vpractical（绿色实用新型）

（5）
0.052**(2.33)
-0.001(-0.10)
-0.001(-0.06)

0.009(0.59)

是

是

1 095
0.162

（6）
0.047**(2.08)
-0.001(-0.04)
-0.002(0.12)
0.010(0.65)

0.013**（2.19）
-0.001（-1.30）
0.047（1.28）

0.041***（2.74）
0.000（1.04）

是

是

1 095
0.183

表 4 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4 DDD model test results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和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 5%, 1% 。

由表 4 可知，其中模型（1）（3）（5）未加入

控制变量，（2）（4）（6）加入了控制变量。检验

结果显示，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对企业的绿

色专利申请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显著。从政策

效应大小来看，加入控制变量后，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政策会使得安徽省空气污染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申

请所占比例提升 0.025。
进一步细分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两种

类型绿色专利申请的影响。由模型（5）和（6）可知，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该政策都对企业绿色实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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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江西、湖南和山西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变化趋势

Fig. 1 Trends in green utility model patent applications in 
Jiangxi, Hunan and Shanxi provinces

图 2 安徽省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变化趋势

Fig. 2 Change trend of green utility model patent applications 
in Anhui province

图 3 随机匹配处理组 t 值概率分布图

Fig. 3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t-values for the random 
matching treatment group

型专利申请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加入控制变量的

情况下，该政策会使企业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占

比例提高 0.047，且在 5% 水平下显著。值得注意的

是，该政策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表现出不明显的

负向作用，数值虽不大但与波特假说相悖。出现绿色

发明专利申请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政策反应强

度差异明显这种情况，可能是以下原因所致：首先，

绿色发明专利在审核手续和流程、前期研发投入以

及成果转化等方面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要远大于绿色

实用新型专利 [21]。其次，政府的外部环境监管压力

可能会促使空气污染企业进行相关的绿色创新活动，

但政府文件并未明确要求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形式。因

此，相关企业为了迎合政府的环境监管，往往会进行

策略性绿色创新，如片面追求绿色实用新型专利数量

等较为简单的绿色创新活动。换言之，在空气质量生

态补偿政策调控下，污染企业为了逃避处罚或为了获

得减排补偿，短期内可能选择投入更多精力在难度较

低的实用新型专利研究中，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绿

色发明专利的研究投入。

关于控制变量。就研究样本而言，企业规模与资

产负债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

企业的年龄、总资产利润率与股权集中度的系数均不

显著，说明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明显影响。

3.3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对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政策显著促进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结

果进行检验。

1）改变政策实施时间。本文通过改变政策发生

时间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假定安徽省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起始时间为 2016 年和 2017 年，

其他变量不改变，并进行三重差分。若模型结果显著，

则说明存在政策之外的因素干扰。若模型结果不显

著，则说明结论具有稳定性。改变政策发生时间的模

型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的三重交乘项并没有得到与真实效应相同

的显著效应，结果说明本文上述结果稳健。因篇幅限

制，没有展示估计结果。

2）三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平行趋

势假设的含义是指在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之

前，空气污染行业和非空气污染行业的绿色实用新型

专利申请的时间变化趋势尽可能一致。如图 1~2，横

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占比

例均值，以 2018 年为分界线。图 1 为未实施政策的

江西、山西和湖南 3 省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变化

趋势图，可以看出在 2015—2019 年间空气污染行业

与非空气污染行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变化趋

势基本相同。图 2 为实施政策的安徽省的绿色实用新

型专利申请变化趋势图，图中所示在 2018 年之前，

空气污染行业与非空气污染行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变化趋势基本相同，而在 2018 年及之后，空

气污染行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占比例发生

了显著的增长。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本文的平行趋势假

设基本得到支持。

3）随机匹配处理组。为了证明其显著性是由政

策效应诱发的，属于偶然情况。将通过计算机在所

有企业样本中随机生成伪处理组，执行间接安慰剂

检验。在其他条件保持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三重差分，

重复上述操作 500 次。图 3 是重复 500 次的绿色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所占比例的 t 统计值概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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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量

Vtreat×Vtime×Vpollution

Vtreat×Vtime

Vtime×Vpollution

Vtreat×Vpollution

控制变量

行业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N
R2

国有企业

Vinnovation

0.031（0.59）
0.010（0.38）

-0.012（-0.41）
0.003（0.09）

控制

是

是

575
0.292

Vinvent

-0.048（-1.13）
0.026（1.19）
0.002（0.09）
0.019（0.65）

控制

是

是

575
0.277

Vpractical

0.080***（2.72）
-0.016（-1.05）
-0.014（-0.88）
-0.016（-0.79）

控制

是

是

575
0.189

Vinnovation

-0.006（-0.08）
-0.013（-0.44）

0.062（1.47）
-0.056（-1.17）

控制

是

是

520
0.434

非国有企业

Vinvent

-0.014（-0.25）
-0.025（-1.04）

0.041（1.17）
-0.088**（-2.23）

控制

是

是

520
0.410

Vpractical

0.008（0.24）
0.012（0.81）
0.021（0.99）
0.032（1.31）

控制

是

是

520
0.228

表 5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结果

Table 5 Heterogeneity test results of enterprise ownership

 注：括号内为 t 值，* 、** 和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5%, 1% 。

从图3中可以看出，t统计值主要分布在0值附近。

由于真实 t 值为 2.08，图中对应的概率分布值很小，

因此通过检验。

4）企业所有制异质性检验。不同的企业所有制

属性会对其技术创新活动产生影响 [22]。因此，将企

业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一步考察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于不同企业类型的绿色技术

创新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从表 5 可以得知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政策显著促进了安徽省国有空气污染企

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从政策效应大小来看，

该政策会使得国有空气污染企业的绿色实用新型专

利申请所占比例提升 0.080，且在 1% 水平下显著。

相反，对非国有空气污染企业并没有显著影响。笔

者认为可能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第一，在我国空

气污染行业中，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远大于非国有

企业。通过整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行业资产总额发

现，2015—2019 年间的空气污染行业内国有企业的

资产总额规模占总规模的 3/4 左右，而非国有企业

仅占 1/4。本文的研究样本也满足国有企业规模远大

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这一特征。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

策主要针对空气污染行业，相较于非国有企业，规

模上占优的国有企业可能对政策更为敏感。第二，

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更多地着眼于非

经济目标的实现 [23]。面对针对空气污染行业的空气

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相关国有企业可能面临更多的

压力来实现其环境保护的非经济目标。综上所述，

在空气污染行业中，规模上占优的国有企业在面对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时比非国有企业更敏感且承

受更多环保压力，这往往使得相关国有企业采取策

略性创新手段，即倾向于申请难度较小的绿色实用

新型专利迎合政府监管，这一结论与王珍愚等 [24] 的

研究结论一致。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 2018 年实施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结合2015—2019年间安徽、江西、

湖南与山西 4 省的 A 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

造三重差分模型，检验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显著促进了安徽省空气污染行

业内上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但该政策对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针对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第二，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析发现，空气污染行业内

的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对该政策的诱发反

应强度比非国有企业更显著。第三，通过改变政策实

施时间、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以及随机匹配伪处理组

等方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基本不变。

这些发现扩充了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估等

相关领域的研究。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推进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

策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如下政策建议：

1）基于因地制宜的原则，积极推进空气质量生

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一部分实践研究已经证明

了地方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可以显著降低城市空

气污染物浓度；另一方面，本文的实证结果也验证了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实施地区空气污染企业的

绿色创新活动具有明显的局部促进作用。有利于企

业长期内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

因此，积极推进和落实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对减少

地区空气污染和提高企业长久竞争力都是有利的。

2）在完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同时，加大

对实质性创新行为的激励。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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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时间较短、经验不足，在补偿对象、补偿标准和补

偿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建议政府在

推进政策实施的同时，要积极完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机制。另外，考虑到政策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所带来

的政策效果差异，要灵活制定相关企业创新补偿标

准、配合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方式带动企业进行绿

色技术创新活动，从而实现降污减排的目标。

4.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本文初步检验了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与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关系，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本文的研究样本期较短，

需要更长样本期的企业绿色专利数据对该政策的绿

色技术创新动态效应进行检验。2）本文以安徽、江

西等 4 省的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相较于全国范围

来说，研究区域相对有限，研究样本相对较少。处理

组和对照组均需要纳入更多省份、更多企业样本来进

一步验证有关结论。随着国内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实践

的进一步发展，样本量显著增加，上述问题有望得到

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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